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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尴尬―当代中国的厕所革命1 

周 星
ZHOU  Xin

　　汉语在描述日常生活的琐碎和俗凡时，常使用“柴米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或“吃喝拉撒睡”

（上海话称“吃喝屙汰睡”）之类约定俗成的表述，这些词汇如实反映了人们对排泄，如厕和厕所问题

的态度：通常漫不经心，但也承认它是日常生活回避不了的一部分。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人的如

厕行为和厕所状况一直被列国人士诟病，直到2010年代，这个中国的“老大难”问题才终于出现了真

正的转机。

　　除一些田野报告偶尔会有片断报道外，中国的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截至目前对如厕，厕所，

厕所革命及相关问题，几乎没有像样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将概述当前在中国已经发生，局部地

正在成为现实，眼下仍处于持续延展之中的厕所革命，并把它视为现代中国大规模“生活革命”的重

要环节之一（周星 2017）。比起把排泄行为，排泄物及与厕所相关的问题视为“卫生”问题，本文更

倾向于将它理解为当代中国具有复杂的综合性背景的社会及文化问题。本文使用的几个概念 ：“厕

所文化”，指每个社会都存在的有关排泄物之处理和排泄行为之管理的规范与设施等；“厕所文明”

指某一社会在约束和宣导排泄行为和处理排泄物方面达到的科技水平和社会治理高度 ；“厕所问题”

指在当代中国围绕厕所而突显的诸多问题的总和；“厕所革命”指某一社会基于内在自发驱动或在外

部刺激下，对其排泄行为管理，排泄物处理设施及相关系统进行大幅度改造的一系列举措的总和。

显然，厕所革命内涵着人们如厕方式的改变，厕所文化的变迁以及厕所文明水准的提升，其指向是

让所有人均能享有清洁，卫生，舒适，安全，有尊严，以及便捷的排泄环境。

农耕文明的“厕所文化”

　　不同文化的人们可能拥有不尽相同的如厕方式，以及各具特色的对排泄物的管控和处置方式。

以中国之大，厕所及有关的如厕行为方式和文化形态，也是多种多样。草原，森林和山地的游牧，

游猎，游耕的族群，往往不设厕所或没有固定厕所，这不说明他们对排泄行为没有规范或不卫生，

只是说在其生存环境下，人畜粪尿通常不构成问题。西南一些经营山地农耕的少数民族，有拒绝使

用人粪尿作肥料的例子，在他们看来，和汉人用人粪尿施肥相比，他们的土地比较干净。如和西方

的冲水厕所相比，中国较多旱厕；具体到如厕方式，和西方人的坐式形成对照，东亚各国较多采用

蹲式。不言而喻，中国各民族也和人类其他所有的民族一样，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促成其有关

吃喝拉撒睡的文化规范，包括对排泄行为的自控，对排泄物的厌恶等等，事实上，人类所有社会

均没有例外地需要掩饰人身体的此类自然属性（约翰・奥尼尔 2010:10 ；戴维・英格利斯 20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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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汉族作为典型的农耕民族，其农耕文明的突出特点之一，便是较多使用人和家畜的排泄物作为农作

物的肥料，因此，人粪尿作为农家肥受到重视。在北方农村，农人有在冬闲季节，提着粪筐和粪铲，

出门“拾粪”的传统。在河南省林县农村，冬天拾粪的一些老人，还把拾粪的经验编成小曲：“拾羊

粪上山坡儿，人粪背旮旯儿；狗粪墙拐角儿；驴粪上下坡儿；牛粪到荒草滩儿”。各地农谚都有“庄

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之类的说法，这可以说是农耕文明乡土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和农耕文明形

态适应的厕所文化，除了“堆肥”，收集人粪尿并视之为珍贵资源等内涵之外，确实也有视之为寻常

之事，即便它有些脏臭，一般也不觉得那有多么难堪或多么难以接受。这可以说是中国最为一般和

传统的“厕所文化”。

　　厕所在中国同样有悠久的历史。《说文》：“厠，淸也”，其反训之义为言污秽当清除之。秦汉时

代的“溷”和“圂”字，有猪圈和厕所的两重含义，在出土的汉晋文物中有猪圈，厕所功能兼备，厕所

与牲口圈栏合为一体的泥塑明器模型。这种形态的厕所在中国的北方，华南及日本冲绳等地，一直

延续至近代。尽管有研究者热衷于讲述汉代厕所已重视隐私并有通风设计，唐朝设“司厕”官职，宋

朝时汴梁已出现公厕并有专人管理，清朝嘉庆年间还出现了收费厕所等故事，但一个基本事实是，

截至目前，在中国广大农村，现状依然是露天旱厕居多，使用人粪尿做肥料依然寻常可见。

　　美国社会学者葛学溥1925年出版了《华南的乡村生活》一书，他指出，凤凰村的人们“有限的卫

生知识基于传统和迷信而非科学事实”，即便在较干净的房间，也随处可见垃圾，污水和一桶桶没

盖的粪便；农民们每天都从便池舀起液体粪便，穿过村落挑到田间，给农作物施肥；人们在同一条

凤凰溪打水和涮马桶（丹尼尔・哈里森・葛学溥 2006:53-54）。
　　杨懋春在对山东省台头村的民族志描述中，较多涉及到厕所及相关问题。“露天厕所对农民的

健康是一大威胁。夏天厕所招来苍蝇，由于没有适当的办法把食物遮起来，苍蝇会再飞到食物上”。

因此，“台头村的农民——其他许多村子的农民也这样——坚持所有饮用水都要煮沸，所有食物都

要烧熟”（杨懋春 2001:42-43）。类似的情形在中国各地乡村绝非罕见。

　　许烺光曾于1942年在中国滇西北一个处于霍乱爆发危难之中的村镇（西城），深入观察了当地旨

在净化社区污染的打醮等仪式。他敏锐地指出，人们在面对疫病危机时采取的是宗教净化仪式和实

际的清洁卫生相结合的方法，其中既包括投放预防霍乱的药物，药方，也包括规劝民众遵从道德劝戒。

例如，当地警方有告示称：“严禁放养各类动物。严禁随地大小便，乱扔垃圾。违者格杀勿论”，与

此同时，也有社区长者的劝告：“祈祷，禁欲，严禁污秽不堪”。人们把当地教会学校和医院在其厕

所内外使用石灰粉消毒的方法（这种情形在19940-19960年代的中国颇为普遍），引申到用石灰粉在

住宅门前画出半圆形的线以抵御病魔的新尝试。通常，人们是不打扫街道的，就连自家门前也不清扫，

但非常时期，却也能够接受包括乱扔垃圾，随地大小便之类的公共道德劝戒（许烺光 1997:35-43）。
　　在东亚各国近现代化之前的京都，江户，汉城和开封，北京，广州等人口较多的都城，都曾有

过城里居民的粪尿为周边农村所需求，郊区农民通过各种方法把城里人的排泄物拉回来做肥料的情

形。日本是在二战结束后，1950年代，逐渐增多的化肥使人粪尿失去经济价值；1960年代，各地

开始建立粪尿处理站，实行化学处理；1970-1980年代，下水道和水洗厕所遂逐渐普及开来（阿南透 
2010: 405-421）。在中国，以北京为例，实际上直到20世纪末，才最终淘汰了“掏粪工”这一职业。

　　在江南水乡，直至不久前，曾普遍有以室内马桶作为便溺之器的习俗。早晨，主妇到小溪涮马

桶，然后，把马桶晾晒在门口。马桶里的秽物一般直接倒进河溪里，对公共卫生有很大妨碍。现在，

由于卫生科学知识的逐渐普及，即便在乡下，民宅也越来越多地采用新式抽水马桶，于是，传统的

马桶就退出了日常生活，但它作为民间婚礼中的“子孙桶”仍是必不可少的陪嫁物。马桶在婚礼上被

当作生殖象征的隐喻，说明民间乡俗并不以为“秽”。在中国的民俗文化中虽也有“厕神”的存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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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却不管厕所，更不管厕所卫生，其职能主要是“能占众事”，“卜未来蚕桑”。

文明形态转换和来自“外部”世界的诟病

　　有理由将中国饱受列国人士诟病的“厕所问题”，理解为是中国社会从农耕文明朝工业文明，从

乡土社会朝都市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以农耕文明为背景，传统的“厕所文化”以广大农村为

“根据地”，但经由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新文明形态，亦即工业文明，都市文明，导致中国出现文明形

态的转换。正是在这个转换进程中，厕所在所难免地成为严重和深刻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

中国化肥工业迅速崛起，各种形态的化学肥料和农药一起大举进入乡村，不断弱化着农户对有机肥

的依赖。

　　在中国农村，乡民们以农家肥料为依托，对化肥的进入半推半就，就短期效果而言，农家有机

肥无法与化肥竞争，但各地流行的说法是化肥导致土地板结，需用有机肥去予以缓解，于是，就在

化肥和有机肥之间形成相互参合的格局。与此同时，城镇和郊区农村之间曾经的人粪尿市场供需关

系，很快发生变化。北京大约到1970-1980年代中期，郊区农村就不再需求，城里的排泄物必须全

部由城市下水系统去处理。由于农村无法和城市一样在下水处理系统方面获得进步，因此，城乡差

别在厕所和排泄物处理方面就显得更加突出了。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都市化进程的拓展，厕所问题越来越突出。都市化带来城市人口的

高度聚集，人口剧增导致人粪尿处理日益成为市政头疼的大问题；中国城市独特的流动人口，使得

原本就已非常严峻的“公厕”问题更加雪上加霜。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会，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

与日俱增，使有限的“公厕”完全无法满足基本需求。同时由于城市管理水平有限，“公厕”卫生状况

陷入难以描述的状态。

　　如此的“厕所问题”，不仅涉及社会“发展”的阶段，具有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总问题之一环的复杂

属性，还同时涉及中国社会特有的结构，如城乡二元结构等更深层的根源。当代中国人口密集的城

市，居民们一般需要两类设施，一是家庭居室内卫生间配备的冲水马桶，二是外出时需要的公共厕所，

两种设施都需要有完备的下水排放或污物处理系统。现实的情形是实际使用公共厕所的人，往往就

是都市社会的底层人群，如胡同居民，尚无稳定居所的新市民，流动人口和外来务工者等。媒体和

一般公众对城市公共厕所卫生状况的指责，和对利用者欠缺“公德”的排泄行为的指责存在重叠关系，

相对较少地指向于城市公共厕所的管理缺失。常见的解释是，在社会过渡转型期，人们的观念和（排

泄）行为滞后于都市社会文明生活方式的要求。显然，和“私厕”（家厕）相比，“公厕”问题在中国有

更为复杂的内涵（仲富兰 1990:201-208）。
　　当代中国的“厕所问题”，内涵着多层面的级差状态。它可能以城市对外地人或乡下人的拒斥表

象出来，例如，大量的都市基础设施，甚至包括公共服务部门和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厕所，往

往回避向公众开放的义务；它同时也是城乡差距的一个侧面，进而成为歧视和优越感建构的依据。

更为大声地批评中国“厕所问题”的，还有列国来华人士及相关媒体。

　　1978年改革开放，海外观光客蜂涌而至，生活在现代都市或工业化社会的游客来到仍旧是农

业国家的中国，从发达国家的立场观察属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遭遇“厕所问题”或对中国厕所

有惊人“发现”，感到严重不适，并不奇怪。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厕所屡屡成为外国记者的题材，

据统计，截至1990年代初，批评过中国城市厕所问题的国内外新闻机构有几百家之多，报道文章

数以万计2 。虽然这些批评让中国读者汗颜，官方的《参考消息》依持续不断地做了很多翻译和介绍。

这些批评直接或间接推动了中国改良厕所的努力。较早的努力是在全国所有旅游景点，旅游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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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设立相对较为体面的厕所，并对厕所进行评级。一个时期内，整个旅游系统的工作就是引导游

客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内旅行，减少他们接触普通民众使用的那些不堪入目的厕所。

自上而下的厕所改良运动

　　由于厕所问题涉及中国政治精英看重的国家形象，因此，很多努力是自上而下的。1990年前后，

借助北京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的契机，北京市组织了市容整洁行动，增建，改建公共厕所并开展了

整治工作。1984-1989年，北京市新建，改建公共厕所1300多座，改建贯通下水道的溢流粪井1000个，

扩大公共厕所面积1.6万平方米，增加坑位3300个，并使6000多座公共厕所初步实现水冲。状况虽

有些微改善，但依然捉襟见肘。截至1993年底，北京市约有公共厕所5.7万座，但其中仅6800多座

由环卫部门管理；70%的公共厕所分布在胡同小巷，而主要街道和繁华区仅有200余座。按当时的

国家标准，北京90%的公共厕所都极为简陋，属于第四类。这些无隔挡的厕所，其实就是一排蹲坑，

卫生状况非常糟糕3 。
　　在上述背景下，1990年代初，首次在中国媒体出现了“公厕革命”的讨论。1994年4月，娄晓琪

牵头的首都文明工程课题组4 ，连续在《北京日报》发表“北京的公厕亟需一场革命”，“步履艰难的公

厕革命”，“公厕革命的出路何在？”等评论，提出要开展全民动员的公厕革命。1994年7月，课题组

制定了《首都城市公厕设计大赛方案》，截至11月中旬，共收到全国20多个省（区，市）和美国，澳大

利亚的作品340多件；随后，还在天安门广场举办了获奖作品展，旗帜鲜明地倡导“公厕革命”，对

当时北京市民的观念形成了一定冲击。随后，1995年北京举办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2008年北京奥

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等，基于同样的维护和展现国家形象及首都威望的逻辑，北京和上海屡屡

展开提升市民“文明”素质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公共厕所问题事实上成为最具压力的考验5 。
　　2004年11月17日，世界厕所第四届峰会在北京举行，这在中国是首次。当时，北京市规划到

2008年，“城区”新建，改建二类以上标准公共厕所3700余座，所占比例达90%，逐渐取消三类及

以下卫生设施不达标的公厕；“近郊”二类以上公厕的比例达60% ；“郊区城镇”二类以上厕所的比例

达30%。上海市的公厕短缺比北京略强一些，但同样存在布局不合理，男女厕位失衡，市民“不文明”

用厕行为等诸多问题，为此，上海提出建设现代化的公共厕所服务体系，致力于增加投资和强化管理，

探索厕所市场化运营的机制。北京和上海陆续建立了一批收费厕所，其设施比较齐全，并有专职保

洁员。中国有许多城市都采用公厕“市场化”，通过收费维持经营管理，但程度不等地存在“重收费，

轻管理”的现象。但有关公厕经营模式的争论，焦点之一就是“市场化”还是“公益化”（免费）。

　　和“国家形象”类似的还有“地方形象”。不少地方城市也相继有过一些具体的改厕实践，其中较

著名的有2000年桂林市长李金早在桂林推动的旅游厕所革命，2003年南京市长罗志军在南京倡导

的公厕革命，以及2008年山西省临汾市建设局长宿青平推动的临汾公厕革命等。2001年，国家旅

游局在桂林召开“新世纪旅游厕所建设与管理研讨会”，在中国这是第一次以厕所为主题的全国性会

议，会上发表的《桂林共识》成为中国第一个关于推进“厕所革命”的共同宣言。《桂林共识》的基本内

容是：没有旅游厕所管理水平的现代化，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旅游业的现代化。桂林旅游厕所革命

的具体做法是“政府推动，以商建厕，以商养厕，以商管厕”，采取市场运作方式，在桂林城乡建设

了849座旅游厕所，这使得城区和旅游景点平均每平方公里拥有5.7座旅游厕所，远远高出国家标准。

极大地改变了桂林市旅游厕所建设与管理的落后面貌，改善了旅游环境，投资环境和市民生活环境。

2000-2015年，桂林持续长达15年的努力，已经实现了旅游厕所的全域景点全覆盖，从而大幅度地

改善了海内外游客的桂林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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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李金早转任国家旅游局长，2015年初，国家旅游局开始在全国推动旅游厕所革命。

李金早认为，旅游厕所虽小，却是游客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第一印象，体现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综

合实力，也直接关系着旅游产业，旅游事业的进一步发展6 。2015年4月1日，习近平专门就厕所革

命和文明旅游作出批示，要求从小处着眼，从实处着手，不断提升旅游品质。因为有国家领导人的

指示和政府部门的主导，“厕所革命”前所未有地成为国家的文明工程。2015-2017年，国家旅游局

推动的厕所革命迅速具备了全国性规模，较短时期内，各级地方政府均成立了厕所革命领导小组。

国家旅游局出台《关于实施全国旅游厕所革命的意见》，修订《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标准，

提出“数量充足，卫生文明（干净无味），实用免费，管理有效”的具体要求，希望用3年时间，通过

政策指导，资金调配和标准规范等多种途径，力争到2017年在全国新建厕所3.3万座，改扩建厕所2.4
万座，最终实现旅游景区，旅游线路沿线，交通集散点，旅游餐馆，旅游娱乐场所，休闲步行区的

厕所全部达到三星级标准7 。2016年2月15日，国家旅游局颁布《关于表扬2015年“厕所革命”先进市

的决定》，对青岛等101个先进市（区）推进“厕所革命”的突出成绩予以表扬。这场厕所革命目前正由

旅游景点景区，旅游线路沿途，进一步朝重点旅游城市扩展，并经由“全域旅游”概念的中介，进一

步向全国基层蔓延，成为自上而下，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

乡村的“改厕”实践

　　近代以来中国的厕所改良，其实可上溯至民国时期。当时除“平民教育协会”及一些大学知识分

子的努力外，1928-1937年间的上海市卫生运动大会（鹏善民2007:135-140）和1930年代由蒋介石

主导的“新生活运动”也值得一提。前者是地方性的，目的主要是维护街道清洁（不随地便溺，吐痰，

不乱扔垃圾诸类）；后者则是全国性的，目的是想制造出全新的国民，两者都是由政府主导，具有

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新生活运动试图将传统的道德（“礼义廉耻”）与一般人民的“食衣住行”相结合，

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它对普通国民生活的实际影响非常有限。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运动提出

的“新生活须知”对“清洁”较为重视，包括保持厕所卫生，不随地小便等具体要求。其在江西省的具

体实施过程中，还确定了“公共厕所改造办法”；对一些项目的落实情况实施检查时，也涉及到公共

厕所和屋内厕所的清洁问题，并敦促不达标者整改（深町英夫 2013:5,111,138 ；段瑞聡 2006:161）。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推动的很多旨在提高国民卫生科学素养和保障国民健康的工作，往往程度不等

地和厕所改良有关。1950-70年代的“爱国卫生运动”，“灭四害”（苍蝇，蚊子，麻雀和老鼠）运动，

治理血吸虫病的工作等，便是如此。爱国卫生运动有“两管五改”的提法，亦即“管水，管粪，改水井，

改厕所，改畜圈，改炉灶，改造环境”。1990年代，农村改厕被纳入《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和中

央政府《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同时伴随着卫生乡镇县城的创建，农村也逐渐掀起了“厕

所革命”。2002年，中国政府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要求在农村继续以改水，

改厕为重点，整治环境卫生，预防和减少疾病的发生，促进文明村镇建设。2009年，政府将农村改

厕纳入深化“医改”的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2010年，启动了以农村改厕为重点的全国城乡环境卫

生整洁行动，促使农村的卫生厕所普及率迅速提升。2004-2013年，中央政府累计投入82.7亿元以

改造农村厕所，并实际改造2103万农户的厕所；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从1993年的7.5%提高到

2013年底的74.1%。根据《全国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方案（2015—2020年）》的目标，农村卫生厕

所的普及率在2015年达到75%，2020年达到85%。

　　2014年10月17日，全国爱卫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召开全国农村改厕工作现场推进会，

会议认为农村改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手段。2014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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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5日，全国爱卫会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改厕工作的通知”。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调

研时表示，解决好厕所问题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标志性意义，要因地制宜做好厕所下水道管网建设

和农村污水处理，不断提高农民生活质量；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州和龙市

东城镇光东村农村调研时进一步指出，随着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新农村建设也要不断推进，要来

场“厕所革命”，让农村群众用上卫生的厕所。因此，近年来各地农村的改厕（推广沼气厕所，改旱

厕为抽水马桶等）时有进展的报道，每每见诸媒体。

　　江苏省的农村改厕被认为在全国具有典型性。2005年之前主要是试点，通过建设“改厕普及村”

作为典型，再以点带面，全面推进。2006-2013年，江苏省逐年加大改厕资金投入，累计达56亿元。

截至2013年底，全省累计改建农户卫生厕所822万座，卫生厕所普及率从56%提高到94%，其中无

害化卫生厕所的普及率已达82%。改厕的成功使江苏农村的寄生虫病感染率和肠道类传染病的发病

率，自2006年以来，分别下降51.8%和36.7%。实施改厕工作，通常是卫生计生部门，爱卫办主导，

农林部门负责沼气池建设，住建部门负责农村新（翻）建住房配套无害化厕所。具体做法是在村里先

做好几家改厕示范户，组织群众观摩，激发农户改厕的动机；同时也编印技术手册免费发放，培训

改厕技术人员等。除了三格式，双瓮漏斗式，沼气式等粪尿处理模式，在条件具备的地方，则推广

污水的相对集中处理。例如，在苏南一些人口相对密集的村庄，建设相对集中的小型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在一些重点集镇，则在乡镇卫生院及公路沿线加油站等建设无害化公厕等等。国家对农村家

庭卫生厕所的定义是，有墙壁，屋顶和门窗，面积不低于2平方米，既可以是抽水厕所，也可以是

旱厕，但必须设置地下沼气池，以便对粪便做无害化处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均被要求彻底改

造农村的未达标厕所，在这个过程中，各地也分别发展出各有特色的沼气厕所式样，例如，山东的

“三通沼气式”，河南的“双瓮漏斗式”，辽宁的“四位一体六栅式”，宁夏的“双高式”，江苏的“三格式”

厕所等等。这些样式大同小异，均以对排泄物的就地无害化处理为基本功能。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

的强力主导和资金投入，举凡同意新建或改建卫生厕所的农户，均可得到一定的现金资助和技术指

导，因此，农村改厕的进展较为顺利。

　　陕西省属于西北较为缺水干旱的地区，乡村厕所以旱厕为主，农村改厕面临的形势较为严峻8 。
全省农户总数约711万，截至2015年年底，完成了366万农户的厕所改造，卫生厕所的普及率达到

52%。截至目前改厕已经使得肠道传染病发病率由2010年的30.25/10万下降到2014年的19.50/10万，

但总体而言，陕西农村的改厕进程仍关中，陕北等地建设一座双瓮漏斗式卫生厕所，至少需要2000元，

在陕南建成一座三瓮式卫生厕所，至少需要1800元，或建成一座三格式卫生厕所，至少需要2800元。

尽管政府有一定的补助，农户仍需承担相当的费用。由于《陕西省农村改厕工作“十三五”（2016—
2020）规划》所承诺的改厕目标，仍是要在“十三五”收官之年，亦即2020年，将农村卫生厕所普及

率提高大85%以上，因此，省内各地各基层政府，均感受到极大的压力。

　　商洛市丹凤县在陕西省属于欠发达的山区，总人口约32万。2006-2010年，该县在棣花，铁峪

铺，竹林关等地开展了以修建沼气式厕所为主的农村改厕试点；2010年，丹凤被列为省市“中央重

大公共卫生农村改厕项目”县。经多方努力，截至目前全县已改厕5.1万户，清洁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75％，乡村学校的卫生厕所普及率达87%。2017年7月，丹凤县获国家爱卫会命名为“国家卫生县

城”，正是在创建“国家卫生县城”的过程中，全县城乡的卫生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观。县城的公厕

分布密度达3座/平方公里；垃圾填埋场，污水处理场，粪便无害化处理厂等运行良好，污水，垃圾

和粪便处理均达国家标准。在农村，通过实施“改水，改厕，改灶，改圈”等工程，使广大乡民获得

安全的饮用水，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2% ；与此同时，90%的农户还用上了以电，沼气和太阳能为

主的清洁能源9 。丹凤县推进农村改厕的具体做法，除改厕资金专款专用，按时足额补助给项目农

户外，还通过把改厕与“新农村建设”，“扶贫开发”，“小集镇建设”，“移民搬迁”，“美丽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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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开发等其他各类项目结合起来，多方争取为乡民改厕提供较多资金支持。不仅免费提供便

器，瓷片，管道，水泥等建筑材料，还对改厕户给予适当的误工补助。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尊重乡

民意愿，对原有旱厕进行改造或新建时实施一户一策，一厕一法，另一方面，又坚持卫生厕所有围墙，

有厕顶，有密闭式贮粪池；无蝇，无蛆，无臭，无害化的“三有四无”技术标准。由于改厕使大批乡

民获得了显在的实惠，眼下已经逐渐由“要我改”慢慢地发展成为“我要改”。

　　比较而言，旅游景区和大中城市的公厕改革，主要是强化管理和增加投资，农村改厕却始终面

临着很多乡民习以为常的观念和行为的阻滞，其中最常见的是认为没有必要。改厕进展比较顺利的

地方，往往是经济和生活条件较好的农村，乡民们对改厕高度认同，积极参加或配合，改厕工程也

使村落环境发生良性巨变，增强了人们的幸福感。在一些乡村还形成了新的择偶标准，如果男方家

没有卫生厕所，姑娘就不倾向于同意这门亲事。但毋庸讳言，在不少地方，尤其是在较为贫困地区

和边远的山区，改厕并非一帆风顺。除了居住分散，改厕难以形成集中连片的效应，“没人，没钱，

没观念”则被指出是农村改厕的三个难点10 。农村过疏化，青壮劳动力多外出打工不在家，但改厕

需要动土，也需要技术，留守老人们多倾向于拖着；还有不少农民认为花钱费工夫改造旱厕不值当，

这就属于观念问题11 。类似的还有认为厕所本该就是脏的，拉撒的地方不需要那么讲究；或因为冲

水厕所要支付水费而烦恼，或不大习惯沼气厕所一年两次的清理作业。

发展，卫生和文明 ：支撑厕所革命的“言说”

　　当前中国社会的厕所革命，实际是由几个彼此关联，但又性质不尽相同的“板块”所构成：1，
都市化进程中居民家庭室内卫生间抽水马桶的普及，2，观光景点景区提升厕所服务的“旅游厕所革

命”，3，作为市政公共设施需要强化投资和管理的“公厕革命”，4，农村以旱厕改良和建设无害化

卫生沼气厕所为主的“改厕”运动，5，尚未真正展开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厕所向公

众开放等等。

　　尽管不同“板块”的厕所革命各有特色，但中国社会的有关话语却大体上共享着一些颇为相同或

类似的表述。首先是“发展”的话语，它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延长线上理解和定位厕所革命的。农村

改厕的目标，到2020年把集中式供水人口比例和卫生厕所普及率提升至85%，这既是国内政治话语

体系，亦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总目标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参照或援引联合国的“千年

发展目标”之一，亦即在2015年之前将人与粪便卫生地隔开的设施的全球普及率提高到75%，中国

在这方面绝不能拖后腿。借助联合国的项目和理念推动中国乡村厕所改良的实践，是非常合理的决

断。对中国而言，有关发展的诸多理念，比起直接借鉴西方国家，更乐意透过联合国有关机制来导入。

事实上，中国农村的改厕既有国内爱国卫生运动的轨迹可寻，也有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倡的全球

厕所革命予以积极响应的背景。中国政府在和西方国家就“人权”等议题发生争执时，往往把“发展权”

视为人权的最基本内容，因此，在涉及“发展”问题时，也最乐意和联合国合作12 。
　　环顾当今世界，厕所状况依然是区分“发达”和“不发达”最为清晰的标准，而长期以来的中国内

地厕所，响亮而清楚地呈现出自身作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身份。不仅如此，厕所革命同时也是

国内的重大“发展”问题之一。长期以来，中国始终面临严重的城乡发展差距，厕所环境可以说是城

乡差距最为明显，直观和突出的表现，也因此，尽快改善农村厕所状况，彻底改变农村卫生面貌，

缩小其和城市的距离，对于改善农民生活品质，提升农村幸福指数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小康

不小康，厕所算一桩”，数十年来的农村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改厕却是进一步提升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之底线的重要举措。农村的厕所革命其实也是农村城镇化进程难以饶开的必由之路，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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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改厕成功，农民才能过上和城里人差不多同样有尊严和体面的生活。对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

大国的中国而言，旅游景点，景区的旅游厕所和城市街区的公共厕所固然重要，但在农村推广卫生

厕所则更为重要。

　　中国厕所革命的第二套话语，是卫生科学的“言说”。尤其在农村，人畜排泄物的管理不善带来

的卫生问题，被认为是必须改革的最大理由。长期以来，农村大约80%的传染病是由厕所粪便的污

染和饮水不卫生引起的。由于厕所状况堪忧，人畜排泄物管理不善，上述状况一直难以彻底改变。

在中国一般的农村，病原学，细菌学，防疫科学，流行病学等卫生科学基本知识的渗透依然非常有限。

信奉“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或“眼不见为净”之类日常生活理念的乡民，依旧为数众多。直至21世纪初，

在农村改厕运动获得重大进展之际，依然有在乡村开展卫生知识补课的需要。需要指出的是，改厕

运动的卫生“言说”并不是突然形成的，它其实一直是中国基层卫生防疫系统长期以来的工作用语。

　　城乡厕所革命共享的第三套话语是“文明”。厕所革命被说成是一项“国家文明工程”，其目的是

要提升中国“厕所文明”的水准，这是公共媒体和政府的基本言说。这方面较通俗的表现，如“物质

文明看厨房，精神文明看茅房”；很多地方男厕的便池前方写有“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都是

这个意思。官方的基本表述如新华社的报道，引用了世界厕所组织发起人的观点：“厕所是人类文

明的尺度”。厕所虽小，却是全世界通用的嗅觉语言和视觉语言，是文明沟通中最短的直线，体现

文明进化历程13 。有关“文明”的言说，既有强调国家和民族层面的，也有强调个人层面的。前者把

厕所视为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有媒体甚至指出，“厕所文明”欠缺的国家，难以进入世界文明之列。

后者是把“厕所文明”说成是公民素养问题，认为厕所好坏既事关国家形象，又体现国民文明修养。

例如，陕西省商洛市对“文明市民”的要求有“十不准”之说：1.不准随地吐痰；2.不准随地便溺；3.不
准乱扔乱倒；4.不准乱贴乱画；5.不准乱堆乱挂；6.不准乱搭乱建；7.不准乱摆乱放；8.不准乱穿马路，

闯红灯；9.不准损坏市政设施；10.不准损毁公共绿地和绿化设施等。类似这样，各个城市均在推动

的相关规范，眼下正在日益形成如德国学者诺贝特・埃利亚斯所说的那种“外部强制”，一旦它们内

化为个人对自己行为的“自我监督”和“自我控制”，文明化的进程就会形成日趋严格及明确的走向（诺

贝特・埃利亚斯 1998:251-252）。
　　但是，中国公共媒体和官方话语中还有另一套颇令国人自豪的“文明”言说，例如，中国是文明

古国，数千年文明史一直没有中断，中华文明对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等。但每逢奥运会，世博会和

中国需要向国际社会展示形象时，上述两种关于文明的言说有时就会相互抵触。此文明非彼文明也，

一是古代文明，一是现代文明，古代中国文明的辉煌并不能掩饰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厕所）文明缺失

的尴尬。中国古代文明体系，在厕所及排泄问题上，除了予以优雅地迂回或忌讳地表述之外，并没

有留下多少值得夸耀的遗产。中国自诩自古以来为“礼仪之邦”，但因传统文化一向视厕所为不齿，

不屑，从而无法认真对待它。虽然让富于民族自豪感的中国人，依照西方的（厕所）文明标准来规定

自己的行为，似乎有些别扭（罗斯・乔治 2009:119），但如今，厕所成为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形

象的大问题，文明言说也成为国人自我激励以改变现状的动力。从中国传统的并不那么令人骄傲的

厕所文化，经由厕所革命的洗礼，发展到现代的不再令国人尴尬的厕所文明，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实

现全面现代化或按照中国的说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舍此别

无捷径。

　　笔者认为，在述几种基本“言说”之外，厕所革命还特别与现代国家之市民社会的“公共性”问题

密切相关。作为市政工程体系的一部分，城市厕所和下水处理系统往往是社会公共体系中最基础的

环节，城市的标准化公共厕所必须能够满足市民需求。显然，这样的“厕所文明”无法由个人单独建

构，厕所问题从一开始就不是个人层面的问题，它必须是政府和社会公共体系的义务。政府与其抱

怨市民的“方便”不够文明，不如检讨作为供给侧和管理侧的基本责任。在中国，厕所问题实际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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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复杂和深刻的社会结构性问题的一部分，除了城乡差距，屡屡被指出的“内部厕所”恰好可以反

映这一点。早在1994年，上海市就要求沿街单位的厕所对外开放；但在南京市，直到最近，仍有民

政局办公大楼拒绝前来办事的市民使用其厕所的情形14 ，遗憾的是，类似这样的情形绝非孤例。因此，

各地的厕所革命往往就内涵有敦促“内部厕所”向市民开放的内容。欠缺公共性的“内部厕所”的存在，

意味着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往往会以“内/外”区隔的逻辑突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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